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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一直是关键的参与者，但中国的角色概念和角色行为在过

去三十多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议题。 本文试图从新的角

度描述和解释这种变化。 在与角色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提出角色成长的概念，强调

国家角色成长作为角色变化方式的持续性、方向性和建设性，并提出角色创新和角色协调是

实现角色成长的重要路径和逻辑。 其次分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角色成长的实际

表现，接着从角色创新和角色协调两个方面探讨中国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实现角色

成长。 中国正是基于内生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主动统筹经济发展、国内环境治理和气

候变化治理，并通过与全球南方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积极对话合作，协调国际规则和国内规

则，成长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更具雄心的贡献者和引领者。 这对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而

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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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中国无疑是最引

人瞩目的国家之一。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

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在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概念和角色行为都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角

色叙事。 尽管国际社会中的他者围绕着中国角

色的争议从未停止，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

理中更加积极主动、更加雄心勃勃、更具影响

力，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 如果说在全球

气候变化治理的初期，中国是积极而谨慎的参

与者，那么在随后的进程中中国逐渐成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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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①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举行的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

人峰会上进一步指出，“中国是世界绿色发展的

坚定行动派、重要贡献者。”②２０２５ 年是《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 ３１ 周年、《巴黎协定》
达成 １０ 周年，美国却于年初宣布再次选择退出

《巴黎协定》。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在全球气

候变化治理中发挥的推动和引领作用，对全球

气候变化治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从学理的角度说，如何描述和解释中国在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变化是很多文献的

研究议题，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是对这

个问题的学理探讨仍然有很大的空间。 特别是

既有的研究没有强调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中角色变化的突出特点———尤其是与美欧等发

达国家相比而言，并且基于角色理论的角色适

应与角色学习也无法充分解释中国在全球气候

变化治理中角色变化的路径与逻辑。 由此，本
文提出角色成长的概念，强调国家角色变化的

持续性、方向性与建设性等特征，突出了国家对

角色的能动建构，并提出角色创新与角色协调

是国家实现角色成长的基本逻辑，旨在更具说

服力地分析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

成长逻辑。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评述了既有

研究中对该议题的探讨。 第二部分在与角色理

论对话的基础上提出角色成长的新概念，分析

其作为一个概念的必要性，并进一步指出角色

创新和角色协调是实现角色成长的重要路径和

逻辑。 第三部分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

理体系中角色成长的具体表现。 第四部分从角

色创新和角色协调的维度分析了中国实现角色

成长的路径和逻辑，最后部分是结论。

一、文献回顾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变化是

既有研究文献的重要议题。 较早期的文献关注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随后

注重分析中国角色的变化，并使用“角色转换”

“角色变迁” “角色进阶”等术语来描述这种变

化。③ 这些术语反映出：中国的角色变化是众多

学者研究议程上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不同学者

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接力，同
时表明了这个问题的持续重要性。 其中，张海

滨、胡王云等认为：“在中国气候外交层面，巴黎

气候大会启动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从参与

者向引领者转换的进程。”他们还提出这个角色

转换的完成需要 １０ ～ １５ 年的时间，全球气候变

化治理是中国最有条件扮演全球治理引领者角

色的领域，也是最具显示度地展示中国和平发

展对世界的积极意义的领域。④

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变

化谈判的角色经历了从积极参与者、积极贡献

者到积极引领者的转变”。 该分析还指出，中国

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角色发生质变有诸多

原因，“从国际层面看，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安

全的威胁日益严峻，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

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绿色

低碳发展已成世界发展大趋势，这四大因素推

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
从国家层面看，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增长，气候变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日益

上升，促使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引

领者作用；从领导人层面看，中国领导人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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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怀和环境意识助推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

中发挥引领作用。”①这种因素列举法是大部分

研究文献探讨中国角色变化的基本归因方式。
围绕着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

变化问题，欧洲学者卡罗莉娜·胡里（Ｋａｒｏｌｉｉｎａ
Ｈｕｒｒｉ）的一系列研究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分析。
在 ２０２０ 年发表的研究中，胡里力图将研究主题

限定在发达国家对中国国际气候角色的外部期

望上。② 她极力支持角色理论的开创者卡尔·
霍尔斯蒂（Ｋａｌ Ｈｏｌｓｔｉ）的观点，③强调除了中国自

身的角色认知外，其他国家的外部期望也是影

响中国作为国际领导者角色的关键因素。 此

外，胡里指出，传统的气候领导力概念已然过

时，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 基于角色理论的

分析，她提出：外界对中国在国际气候领导角色

方面的期望，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之

间存在角色冲突，这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使得发达国家有必要重

新审视自身的气候领导角色，并让中国承担起

相应角色。④

胡里在 ２０２３ 年发表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她

之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她运用角色适应和角

色学习的概念，来解释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期间中

国的角色变化。 一方面，胡里注意到，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中国频繁提及“引领者”这一概念，这是

中国适应气候领导角色的一个明显信号，另一

方面，她强调中国宣布碳中和目标是角色学习

的一个典型案例，这反映出中国在气候政策目

标上的转变。 在她看来，在上述时间段内，中国

从一个辅助性角色逐渐向更核心的位置转变。
不过，她也断言，中国试图利用其不断提升的气

候角色，来强化自身作为负责任大国以及发展

中国家领导者的双重主导角色。⑤

此外，朱莉娅·居罗尔（ Ｊｕｌｉａ Ｇｕｒｏｌ）和安

娜·斯塔克曼（Ａｎｎａ Ｓｔａｒｋｍａｎｎ）的研究以中欧

气候合作为例，对角色理论进行了实证案例研

究。 在美国（第一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

背景下，他们试图解释中欧在国际气候领域的

角色是如何变化的，内部和外部期望之间的相

互作用如何引发这些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如何

有助于解释双方不断演变的气候合作。 居罗尔

和斯塔克曼断言，中欧双方的角色都经历了变

化，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会议以来，双方的气候合作也经历了起伏。
他们的研究强调，中欧双方的角色概念与角色

表现之间的契合程度是决定双方气候合作的关

键因素：当双方的角色概念和角色表现相近时，
合作往往会加强。⑥ 然而，在这项研究的范围

内，居罗尔和斯塔克曼只是粗略地提及了中国

的角色变化，并没有进一步探究这些变化背后

的关键驱动因素。
总的来看，既有研究文献都重视描述和解

释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变化，提
供了很多有趣的研究发现，但仍然存在诸多不

足。 第一，既有研究都注意到中国参与全球气

候治理的角色变化，但没有归纳和突出这种变

化的典型特征，特别是与其他的关键行为体如

美国和欧盟相比，其角色变化呈现的差异性。
第二，部分文献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

治理角色变化的影响因素，但停留在对相关因

素的列举，缺乏对中国角色变化内在路径和逻

辑的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对角色变化及其逻

辑的分析停留在描述层面，缺乏学理性概念的

支撑和运用。 第三，学者们所运用的角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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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２０， Ｎｏ．７， ２０２３， ｐｐ．１０７０， １０７２．

Ｊｕｌｉａ Ｇｕｒｏｌ， Ａｎｎａ Ｓｔａｒｋｍａｎｎ， “Ｎｅ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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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５９， Ｎｏ．３， ２０２１， ｐｐ．５１８－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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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对中国案例的解

释力不足。 例如，角色适应和角色学习也许可

以部分解释中国早期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

角色变化，但并不能够解释中国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

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快速的角色变化及其发

生路径和逻辑。 第四，已有研究是对中国参与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阶段性观察，没有涵盖更

长的时间段，叙事的完整性不足，这也是可以进

一步补足的方面。

二、角色成长及其实现逻辑

角色变化是当前角色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

之一。 在与角色理论对话的基础上，本文在全

球治理的背景下提出角色成长的概念，采取一

种“行为体—过程”的视角，强调国家角色变化

的连续性、方向性与建设性的特征，并进一步诠

释角色成长的实现逻辑。

２．１　 角色成长：作为一个概念

尽管关于角色理论的文献非常丰富，但这

些文献对角色的含义并未形成共识。 在角色理

论的早期发展阶段，一些学者将角色界定为“一
组关于功能的特定规范”①；或者“一种行为和态

度的综合模式，构成应对反复出现的一系列情

况的策略”②；以及“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持续模

式”。③ 此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自我和他者

在定义角色中的作用。 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角
色是“行动者对他 ／她的行为应该是什么的理

解、社会的期望和角色扮演的特定背景的结

合”。④ 其他学者将角色描述为基于“自我和相

应他人的期望”的行为模式。⑤ 尽管界定并不一

致，但自我和他者是构成角色的两个主要因素，
这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

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本文将国家角色界

定为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和影

响。 首先，这种界定方式强调了国家角色所处

的系统（背景）是全球治理体系。 国家角色虽然

描述的是一种单元层次上行为体的行为特征，
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⑥ 如果全球治理体

系被视为一种社会结构，那么每个国家在与其

他国家的关系中都会占据许多社会地位或国家

角色。 从另一方面说，全球治理体系是基于不

同的问题领域而言的。 这些特定的问题领域至

少包括：和平与安全、贸易与金融、公共卫生、数
字与人工智能以及环境治理等。 在每个问题领

域中都形成了不同的治理体系。 所以全球治理

背景下的国家角色可以理解为国家在全球特定

问题领域的治理体系内的地位、功能和影响。
其次，这个概念强调自我和他者两个维度。 国

家自我期望以及国际社会中他者期望的变化是

考察角色成长的重要方面。 自我期望和他者期

望的核心是对特定国家在既定的全球治理体系

中“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以及“怎样

做”的看法、要求或设计。 一般来说，他者期望

与国家自我期望的趋同是角色成长的重要标志

之一。
在上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提出：角色变化

是指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功能和影响

的变化。 从较长的时间段看，这种变化在理论

上可以细化为三种情形：一种是角色成长，即指

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承诺力度不断

增强，为应对全球公共问题而做出的贡献持续

地增加，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功能和积极影响

不断提升，从参与者成长为引领者，而且国家角

色的自我期望和他者期望也不断趋同。 二是角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 Ｌ． 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ｙｄｅ Ｃ． Ｈａ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Ｉｎｃ， １９７５， ｐ．１０６．

Ｒａｌｐｈ Ｈ． Ｔｕｒｎｅｒ， “Ｒｏ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 Ｖｏｌ．１６， １９９０， ｐ．８７．

Ｈｅｎｎｉｎｇ Ｔｅｗ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ｉｄｅｎ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ｓ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ｅ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２１， Ｎｏ．２， １９９８， ｐ．１１８．

Ｂüｌｅｎｔ Ａｒａｓ， Ａｙｌｉｎ Ｇｏｒｅｎｅｒ，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０，
ｐ．７６．

Ｄｉｒｋ Ｎａｂｅｒ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ｏｌ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Ｆｒａｎｋ， Ｈａｎｎｓ Ｗ． Ｍａｕｌ ｅｄｓ．，
Ｒｏｌ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ｐ．７４．

程蕴：“冷战后日本国家角色的转变过程分析———基于角

色理论的探讨”，《日本学刊》，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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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衰退，即指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为
应对全球公共问题而做出的承诺力度不断减

弱，对全球治理的贡献持续地减少，积极影响不

断下降，甚至可能从最初的推动者和领导者，渐
变成拖后者和阻碍者。 国家角色的自我期望和

他者期望也通常存在割裂。 三是角色摇摆，即
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承担的责任不具有连续性，
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功能和影响具有间断性，
国家角色的自我界定没有明确的方向，国家通

常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反复横跳，从而使国际社

会的他者对该国家的角色期望难以稳定。
在上述分类中，角色成长作为角色变化范

畴内的一个概念，其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是角色成长的概念强调国家角色的动态

性与连续性。
角色的动态性早已得到角色理论研究者的

广泛探讨。① 既有的分析一致认为，角色不是确

定性的，也不是无限弹性的。② 本文提出的角色

成长概念同样是角色动态性的反映，但更强调

国家角色的连续性变化，因此角色成长不具有

“间断性”。 国家角色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对

原有角色的彻底舍弃，而是在原来的角色基础

上做出更多的承诺，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或者在

原有角色之外增加了新的角色。 因此，角色成

长是一个逐渐累积的不间断过程，是一个连续

性和变化性相结合的过程。
二是角色成长的概念蕴含着国家在国际社

会中功能和影响的方向性变化。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国家有时会在两种或

多种不同角色之间变换或者转化，比如有的国

家在某一特定阶段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领导

者，在另外的阶段则可能是拖后者。③ 这种国家

角色的变化通常不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使得国

际社会的他者难以预测，对全球治理的影响也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角色成长则强调国家的角色变化具有明确

的方向性。 国家角色成长是一个不断探索、逐
步发展的过程。 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
在他者的期待中，随着国家实践的不断丰富，国

家的主体性日益凸显，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概

念和角色行为逐渐变化，但变化的趋势是在全

球治理体系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做出越来

越多的贡献，发挥更多推动甚至引领作用，目的

在于强化全球公共问题的应对。 因此，这样的

角色变化具有一个值得追求的价值和目标，并
不断朝着目标持续地努力。 追求角色成长的国

家不可能变成全球治理的拖后者或者阻碍者，
因为后者并不符合这个国家的价值目标。

三是角色成长的概念体现了国家角色变化

的建设性与积极性。
角色理论强调角色变化的破坏性和冲突

性。④ 在角色理论看来，某些情况下国家（通常

是大国）会具有改变自身角色定位进而重塑互

动结构的冲动。 当一个大国被赋予了相互冲突

的角色时，它可能不会力图维持角色冲突的平

衡，而是伺机重塑自身角色和改变相关的互动

结构。 这些国家以现状改变者的面目出现，成
为地区乃至全球稳定的破坏者。⑤

但是角色成长概念基于对全球治理和国家

治理关系的协调理解，认为单个国家的角色成

长能够对全球治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国家强调

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一致性和协调性，是建

立在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二元协调的理念基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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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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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之上的。 二元协调思维从两种政治合作统筹

的角度，重视内外政治的对话协商，追求国内责

任和国际责任的平衡，探寻国内问题和全球问

题的综合治理观。① 一方面努力把本国的事情

做好，在制定本国发展规划时尽量避免国内发

展带来负面的对外影响，增强国内政策的正外

部性；另一方面，在国际政治中强调合作共赢，
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处理全球性问题，促进

了全球治理和国内治理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相互

支持。② 因此，这样的国家实现的角色成长对全

球治理体系来说具有积极性和建设性。
２．２　 角色创新与角色协调：角色成长的实现

逻辑

在既有的角色理论中，角色变化的基本实

现路径被归纳为两种，即角色适应或角色学习。
首先，角色适应的基本含义是指国家为了匹配

国际社会中他者的期望，通过改变相关策略或

者政策工具，来调节其角色行为，实现其政策目

标。 但国家对自身角色的概念并没有发生改

变，也不会产生结构性影响。 其次，角色学习是

指国家“信念的改变，或由于观察和解释经验而

发展出新的信念、技能或程序”。 通过这一学习

过程，角色拥有者可以经历深刻的变化，在某些

情况下，这些变化可能会触发其角色概念或身

份认知的转变。③

可以发现，角色适应和角色学习都强调角

色变化中相对被动的发展路径，对国家的主体

性和施动性的关注是有限的，忽视国家影响体

系结构发展的可能性，不足以解释角色成长的

自主性与主体性。 由此，本文提出角色创新与

角色协调两种新的路径，以进一步诠释角色成

长的实现逻辑。
一是角色创新，指的是国家与国际社会的

互动进程中，超越适应和学习的阶段，自觉能动

地生产和贡献新知识、新理念、新理论、新实践，
主动地塑造新角色，并对他者与体系产生影响。

角色适应和角色学习假设国家学习和模仿

的策略、工具、技能或者规范是适用的、现成的、
既存的。 但是在特定的全球治理领域，既有的

经验、理论、知识、规范都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

首先，一些既有的理论和知识可能在新的时空

背景下不再具有适用性。 例如在全球环境治理

领域曾经广为接受的倒 Ｕ 形环境库兹涅茨曲

线，是过去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基

础。 但是，大量的研究显示，这更多的只是在一

些特定国家、地区或产业出现的现象，并不是经

济发展的普遍规律。 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面

临经济发展任务的同时承诺和实现了可持续发

展，即使面对碳中和目标，也在试图突破过去

“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径。 其次，全球治理领域

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出现，而应对这些挑战或问

题的政策工具和治理路径并无先例可循。 比如

碳中和是人类发展范式的深刻转变，对所有国

家都是一个新事物，其对创新的要求，也同以往

有很多本质不同。 在发展模式转型和创新上，
全球已经进入一个“无人区”，对很多国家来说

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必须靠

自己探索。④ 最后，角色适应和角色学习这两种

途径都暗含着角色变化的被动性。 其基本逻辑

是，行为体为了传播自身的规范，常常通过表达

规范或对别人施加压力，使他者了解、学习自身

的规范，这一进程或通过强制性适应、或通过他

者将规范内化来完成。⑤ 但是这两种路径都把

国际规范看作是静止的，对国家的影响是单向

度的。 实际上，国际规范一直处在动态的演化

过程中，全球治理中的国家也会反过来塑造国

际规范，而这恰恰是国家角色成长的表现。⑥

在上述背景下，国家对全球治理中特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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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国家的内在创新能力，就变

得特别重要。 面对崭新的、复杂的、系统性的问

题，国家通过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为全球问题

的解决提供新的理念、政策工具、技术、治理经

验，这就为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奠定了基础，甚至使自身成为被学习和模仿的

对象。 当前在全球治理议程上最典型的是碳中

和领域。 其背后是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范式和研

究范式的系统性转变。 从发展范式来说，碳中

和涉及发展理念、发展内容、资源概念、商业模

式等方面的系统性深刻变革，这些方面，发达国

家也没有实现。① 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对

碳中和问题能够深入理解，超越过去的惯性思

维或问题的表象，真正做好碳中和创新，就可能

实现弯道超车，甚至发挥引领作用。
二是角色协调，指的是国家在参与全球治

理的过程中，通过协调的方式来弥合不同的角

色预期之间和单个国家承担的多种角色之间的

冲突，推动全球公共问题解决的过程。
角色协调有两种具体的实现方式。 其一是

协调国家角色的自我预期和他者预期之间的分

歧。 一个国家应该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做什么和

怎么做，这个国家自身和国际社会的他者通常

会有不同的预期。 角色理论强调国家角色的自

我预期和他者预期之间存在分歧，容易引发冲

突。 但是角色成长的逻辑与角色理论的预测不

同，提供了一种协调的视角和方式来应对这种

不同角色预期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从自我与他

者互动的角度出发，国家通过广泛地接触尽可

能多的其他国家，持续地进行双边对话、沟通，
力求促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共识和协作，就
能够有效地减少自我和他者对特定国家角色期

望的分歧，实现合作。 国家在特定问题领域的

双边外交活动可以推动大多边外交成果的确

立，推动全球治理的进展。 国家亦可以利用全

球治理中的多边外交场合推动双边外交的发

展，为对话协商提供多元的平台和机会，进一步

增强互动和理解，协调对该国角色期望的差异

和分歧。
其二是协调国家自身承担的多个角色之间

的冲突。 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通常扮演着不同的

角色，这些不同角色甚至会形成一个“角色集”。
例如，全球南方国家同时面临着经济发展、环境

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重任务，同时承担着

作为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主要经济体和全

球气候治理关键国家的多种角色。 对这些国家

来说，会因为同时承担多个角色且难以满足相

互矛盾的期望，进而产生冲突。 但是这些国家

如果能够注意从全球公共问题和国内公共问题

的根源和特点出发，从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的

相互联系和协调中把握方向，从国际条件与国

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用好机遇，积极协调国际

规则和国内规则，积极实践统筹治理的路径，就
能够协同应对全球治理议程和国家治理议程上

的多问题、多任务，有效协调自身承担的多个角

色之间的冲突，甚至把对角色成长的限制转变

成一种角色成长的机遇。

三、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

的角色成长

　 　 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中国的角色

成长表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方向性、建设性，
推动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进程和自身的国家

治理。
第一，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

成长呈现出了连续性和动态性，从一个谨慎的

参与者成长为更具雄心的气候承诺者。
中国是最先签署、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与《巴黎协定》的国家之一，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谈判的原则和规则制定以及履约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

的创始参与者和全方位参与者，这体现了中国

角色的连续性。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气候治

理中的角色行为出现了持续的变化，在全球层

次体现为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立场更加灵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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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承诺的力度不断提升，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强，
国家层次的气候治理行为更加主动。

从国际层次来看，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

理中的立场表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 自二十世

纪九十年代气候变化问题进入国际关系议程，
中国便一直重视气候变化与经济发展间的重要

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在对于自身“应
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

明确而谨慎的。 因此，中国当时虽然认同包括

气候变化问题在内的全球环境问题的威胁，但
作为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有着非常明确的

关切：首先，担心经济发展受到气候变化治理的

负面影响，强调要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间的关系；其次，要求明确国际环境问题的主

要责任，并认为发达国家有义务提供充分的额

外资金和进行技术转让；最后，强调发展中国家

的广泛参与是非常必要的，应充分考虑发展中

国家的特殊情况和需要。①

随后，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０５ 年，中国参加了京

都会议前、京都会议及其后的若干次正式谈判

会议，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现出了灵活性。 例

如，中国自 １９９９ 年后，改变了对《京都议定书》
下灵活机制的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认为这是国

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创新性机

制，对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帮助发

达国家完成减排指标都具有积极作用。②在京都

会议上，中国支持通过一项符合《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和《柏林授权书》的议定书或另一

种法律文件，同时反对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任何

新的义务，并反对启动任何企图为发展中国家

规定新义务的谈判。 中国强调，在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水平之前，不可能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

义务，中国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将仔

细研究承担减排义务，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将根

据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减缓温室气体

的排放增长率。③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随着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快速增长，欧美等发达国家一方面强调中国

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④另一方面强调中

国的人均排放量也增加很快，要求中国承担更

多的减排责任。 中国则强调发达国家首要的历

史责任，并指出自身的历史累积排放量远低于

发达国家。 同时，中国认为，虽然自身的发展取

得了历史性进步，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⑤ 因此，在“怎样做”的问题上，中
国主张发达国家应该完成《京都议定书》确定的

减排任务，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并
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发展中

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

技术转让支持下，努力适应气候变化，尽可能减

缓温室气体排放。⑥

此后，中国的承诺力度不断增强。 在《巴黎

协定》达成前，中国于 ２０１５ 年提出了到 ２０３０ 年

更富有雄心的自主行动目标：二氧化碳排放

２０３０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
６５％，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２０％左右，森林蓄积量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４５ 亿立方

米左右，这是中国首次向国际社会做出带有时

间表的排放总量控制承诺。 为履行 《巴黎协

定》，中国于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期间又宣布了国家

自主贡献新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
到 ２０３０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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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 日，
布鲁日）”，《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 日，第 ６ 版，ｈｔｔｐｓ： ／ ／ ｚｑｂ．
ｃｙｏｌ．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０２ ／ 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ｚｇｑｎｂ ＿ ２０１４０４０２ ＿ １ － ０６．
ｈｔｍ。

“胡锦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讲话”，中国政

府网，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ｌｄｈｄ ／ ２００９－ ０９ ／ ２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４２３８２５．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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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５％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

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２５％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６０ 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将达到 １２ 亿千瓦以上，相比 ２０１５ 年提

出的自主贡献目标，新目标的时间更紧迫，碳排

放强度削减幅度更大。① 中国还将基于国情，在
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按照《巴黎协定》及“阿联酋

共识”，于 ２０２５ 年适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秘书处通报 ２０３５ 年国家自主贡献。②

从国家层次看，中国是气候治理的积极实

践者，政策力度和雄心不断增强。 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中国在国家层次采取了一些政策和措

施，以减少温室气体，包括注重调整经济结构、
推进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规模植树

造林等。 这些政策具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效益，
但其优先目标并不是应对气候变化。 随后，中
国在 ２００６ 年主动提出了第一个自愿的与温室

气体减排密切相关的国家数字目标，即 ２０１０ 年

单位 ＧＤＰ 能耗要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２０％ 左右。
２００９ 年，中国又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二氧

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４５％。 除减排目

标以外，中国还于 ２００７ 年发布了《应对气候变

化的国家方案》，标志着中国形成了专门的气候

政策，此后中国不断推进减排工作，体现了中国

气候治理政策与行动的连续性。
更为重要的是，为推动实现新的国家自主

贡献目标，中国提出了 ２０ 余项落实新目标的重

要政策和举措。 中国制定了长期温室气体低排

放发展战略，面向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提出本

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的基本方

针、战略愿景和技术路径，③并将碳达峰碳中和

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对“双碳”工作作出总体部署，构建了“１＋Ｎ”
政策体系。④ 当前中国不仅构建了全球最大、发
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建成了全球最大、最
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还是全球“增绿”最快最

多的国家，贡献了全球四分之一的新增绿色面

积。⑤能源方面，２０２３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占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１７． ９％，煤炭消费占比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７．４％降至 ５５．３％，森林蓄积量达到

１９４．９３ 亿立方米，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了 ６５ 亿立方

米，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

机容量达到 １２．０６ 亿千瓦，是 ２０２０ 年底的 ２．２５
倍，提前 ６ 年多实现了 ２０３０ 年装机容量目标。⑥

第二，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

成长呈现出明显的方向性，从建设者、维护者成

长为引领者。
首先，中国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谈判的

参与者、维护者成为推动者、引领者。 中国从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全程参与达成《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会议及历次缔约

方会议。 美国于 ２００１ 年宣布退出《京都议定

书》后，中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多边谈判进程

的维护者，对《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起到了重要

作用。 自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之后，
中国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多边进程更显著的

推动者，引导多边进程走出低谷。 在 ２０１０ 年的

坎昆气候变化会议上，中国与其他各方吸取哥

本哈根会议的教训，更加注重以公开透明、广泛

参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推进谈判，
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政治共识基础上推进了“巴
厘路线图”双轨谈判，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际社

会对联合国多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质疑。 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中国在关于《巴黎协定》的谈判过

程中，始终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主渠道地位和权威性，坚持多边主义的路径，推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１－１０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４６６９７．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与行动 ２０２４ 年度报告》，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ｇｚ ／ ｙｄｑｈｂｈ ／ ｗｓｑｔｋｚ ／ ２０２４１１ ／ Ｗ０２０２４１１０６６８５０５４
０１４０９８．ｐｄｆ。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与行动 ２０２２ 年度报告》，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ｅ． ｇｏｖ． ｃｎ ／ ｙｗｇｚ ／ ｙｄｑｈｂｈ ／ ｓｙｑｈｂｈ ／ ２０２２１０ ／ Ｗ０２０２２１０２７５５１２１６
５５９２９４．ｐｄｆ。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

案》答记者问”，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 ｙｗｄｔ ／ ｚｂｆｔ ／ ２０２２０６ ／ ｔ２０２２０６１７＿９８５９４２．ｓｈｔｍｌ。

“习近平在气候和公正转型领导人峰会上的致辞”，中国

政府网，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ｌｉｅｂｉａｏ ／
２０２５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０２０６２３．ｈｔｍ。

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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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成为核心的推

动者和引领者。
特朗普政府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宣布美国退

出《巴黎协定》后，中国继续同其他各方一道，支
持和维护多边进程，建设性参与谈判，多次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提交中

国方案，展开穿梭外交，积极“搭桥”推动各方相

向而行，不断推动《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 在

美国于 ２０２５ 年第二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
中国表示了关切和遗憾，并指出不论国际形势

如何变化，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

动不会改变，并将继续同各方一道，构建公平合

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推动实现全

球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①

其次，中国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

能力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的确立者成

为维护者。 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初对“共区

原则”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欧美国家不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中强调要动态解释、修改或者重新适用“共区原

则”，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

气候变化治理中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 与此相

对应，中国等新兴国家成为“共区原则”的坚定

维护者，认为欧美国家此举的实质是修改既有

多边谈判框架，并在多边场合推动 ２０２０ 之后的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坚持和体现 “共区原

则”，反对改写、削弱或架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因而，在《巴黎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提出

的方案代表了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是切

实可行的中间立场。 《巴黎协定》最终坚持了

“共区原则”，延续了国际气候治理体系公平合

理的特征。 中国对此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解振

华指出：“从成果看，我们所有的要求、推动的方

面，都在这个协定中有所体现，中国为《巴黎协

定》的达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②时任中国

代表团成员邹骥也认为，没有中国的坚持，最终

的《巴黎协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体现出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区原则”，《巴黎协定》中敦

促发达国家缔约方提高其资金支持水平、制订

切实的路线图等内容就是由中方提出，最终正

式写入协议的。③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

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充分肯定发展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

和关切。 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
同时切实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

设等方面支持。”④

最后，在坚持和维护“共区原则”的基础上，
中国向国际社会系统阐述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观，逐渐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价值观念的引

领者。 这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观集中体现在习

近平主席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开幕式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

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中。 讲话

明确提出“各尽所能、合作共赢” “奉行法治、公
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治理理念。 其

中，合作共赢旨在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
建设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多一点共

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这是对一些国

家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功利主义思维和零和

博弈思维的超越。 公平是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

观的核心要素，其基本出发点是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都不

同，因此“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

作用，确保国际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

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尤其重要的

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应该得到遵守。”此外，“包容互鉴、共同发

展”实际上是主张以合理的方式来加强全球气

０１

①

②

③

④

“中方：对美方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表示遗憾”，中国新

闻网，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 ｇｎ ／ ｓｈｉｐｉｎ ／
ｃｎｓ－ｄ ／ ２０２５ ／ ０１－２３ ／ ｎｅｗｓ１０１１４７０．ｓｈｔｍｌ。

“《巴黎协定》终落槌 中国发挥巨大推动作用”，央广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ｒ． ｃｎ ／ ｄｊ ／ ２０１５１２１３ ／ ｔ２０１５１２１３＿
５２０７７６７５４．ｓｈｔｍｌ。

“中方权威人士：《巴黎协定》凝聚各方最广泛共识”，中
国政府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
１２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２３２６３．ｈｔｍ。

“习近平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

网，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２１－０４ ／ ２２ ／ ｃ＿１１２７３６３３０７．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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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治理机制的建设，包括“加强对话，交流学习

最佳实践，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

展”，同时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

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① 中国的全球气候变

化治理观直面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在建设和发

展过程中需要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和伦理标准的

问题，以合作共赢、公平合理作为核心要义，占
据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道义制高点。

第三，中国的自我期望与国际社会中他者

的期望趋同，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

色成长的建设性和积极性。
毋庸讳言，对于中国早期在全球气候变化

治理中的行为，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虽然承认

中国在一些具体议题上表现出了灵活性，但是

以下描述中国的术语是很常见的：“保守的”“防
守的”“不合作的” “没有建设性的” “倔强对抗

的”。② 可以说，中国当时的自我期望与他者期

望差距很大，其核心分歧是中国是否应当承担

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减排义务。
２００６ 年以后的几年，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

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更加关键

的参与者，但其国家角色的他者预期与自我预

期之间的冲突最大。 欧美等国认为，一方面，中
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急剧增长，成为“最大的

温室气体排放者”，另一方面，中国长期快速的

经济增长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使得中国已

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介于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兴大国” “主
要经济体”。 因此它们主张对发展中大国的国

家类属进行重新定位，从“附件一国家”与“非附

件一国家”或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区分转向对“主要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
的区分。 为此，欧美认为，中国应该在国际层次

承担更加雄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缓

义务。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在 ２００９ 年的哥本哈根

气候变化会议上成为发达国家的重点施压对

象，自身发展权益受到严峻挑战。 受全球金融

危机影响的发达国家意图转嫁责任，极力将发

展中大国拉入共同减排的范畴，双方分歧和矛

盾突出。 虽然中国认为自身为推动哥本哈根会

议取得成果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由于中国拒

绝最终协议中包含发达国家提出的 ２０５０ 年全

球长期减排目标，一些国家将未能如期完成这

次会议的谈判任务归咎于中国，甚至指责中国

“劫持”了这次会议。③

但是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国国家角色的自我

预期与他者预期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 首先，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身份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

下，自我角色预期不断提升。 ２０１５ 年中国认为

自身“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有诚意、有决心为巴黎大会成功作出自己的贡

献”。④ 《巴黎协定》生效后，中国外交部第四任

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认为，“在全球气候

变化领域，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既

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也是中国外交积极

谋划和主动作为的结果。”⑤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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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

机制———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外交部网站，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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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ｌｉ⁃
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 ｐ．９３。

Ｂｏ Ｙａｎ， Ｇｉｕｌｉａ Ｃ． Ｒｏｍａｎｏ，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ｍ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ｓ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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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 ｓ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 ｐｐ．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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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新华

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１２ ／
０１ ／ ｃ＿１１１７３０９６４２．ｈｔｍ。

张佳：“气候谈判话中国———外交部历任气候变化谈判代

表讲述谈判历程”，《世界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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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贡献者、引领者”。① 其次，中国的自我预期

与他者预期间的一致性增强。 巴黎气候变化大

会结束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奥

朗德分别向习近平主席致电，感谢中方为推动

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功发挥的重要作用，强调

如果没有中方的支持和参与，《巴黎协定》不可

能达成。②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４ 日刊发题为《中国煤炭消费量再次下

降，该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地位得到

提升》的文章称，中国已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的世界领导者。③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洛朗

·法比尤斯在 ２０２５ 年 ４ 月指出：“如果没有中

国及其他国家的行动，我们不可能达成《巴黎协

定》，自那时起，我一直与中国朋友及领导人保

持着密切的关系，我相信，中国将尽力与欧洲，
包括法国，以及巴西和其他国家合作，争取在第

３０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达成协议。”④

综上所述，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承

担的责任不断增加，做出的贡献不断增强，地位

和影响不断提升，在实现角色成长的过程中表

现出连续性、方向性和建设性。

四、角色创新与角色协调：中国在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角色成长的

基本逻辑

　 　 中国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在全球气候变化

治理中实现角色成长？ 中国角色成长的路径和

逻辑什么？ 下文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中国通过角色创新实现角色成长，具

体表现在理念创新与实践创新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内生性的理念创新推动中国

实现角色创新，决定了中国角色成长的主动性、
方向性和责任性，是实践创新的先导。 ２０１２ 年

以来，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
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内涵包括坚

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兴

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

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

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

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坚持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回答了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把气候变化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组成

部分。 在国际层次提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观，
即“各尽所能、合作共赢” “奉行法治、公平正

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积极推动全球气候

治理体系建设，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贡献

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从国家层次来

说，中国不断提高气候变化治理的目标和行动

力度，积极主动强化自主贡献目标，不断建设和

完善气候变化治理的政策体系和行动框架。
同时，新发展理念确保了中国角色创新的

方向性和可持续性。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习近平主席

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这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改

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中国

共产党对国家发展规律的新认识。⑤ 在新发展

理念中，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

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也是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的重要遵循。 在这种理念基础上，中
国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以
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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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中国政府网，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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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民：“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贡献“，《求是》，２０１６ 年

第 ７ 期，第 ５６－５８ 页。
“外媒：中国成全球气候合作引领者 彰显大国担当”，中

国气候变化信息网，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７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ｃ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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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达成十周年：国际社会展望中国在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中的积极角色”，人民网，２０２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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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新华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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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升级，推动实现绿色复苏发展。 反过来看，做
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有利于改变传统的“大
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

费模式，促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

构、用地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实
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
为安全的发展。①

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和催生了

中国角色成长的责任性。 面对全球气候挑战，
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

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因而世界各国应该加强

团结、推进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也是中国为人类发展

提供的新方案。 中国强调要坚持共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

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

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② 这六个

坚持体现了中国纾解全球环境治理之困的责

任感。
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国情和所处的发展

阶段，以及面临的环境治理和气候治理的任务，
决定着中国没有现成的发展路径可以借鉴。 在

这种背景下，中国将气候变化问题整合进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进程，通过实践创新实现角色

创新。
具体而言，中国的基本实践路径是把应对

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
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 习近平主席指

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

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③ 这也体现在气

候变化治理领域。 自“十二五”（２０１１—２０１５）以
来，中国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或二氧化碳

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并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 ２０１２ 年以来，将
应对气候变化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
不断提高碳排放强度削减幅度，不断强化自主

贡献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２０２０ 年，中国

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陆续作出了一系列重

大部署，把碳中和碳达峰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

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则将“２０２５ 年单位 ＧＤＰ 二

氧化碳排放较 ２０２０ 年降低 １８％”作为约束性指

标。 这种路径表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此同时，中国在不断的实践中，更加注重

协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国内的环境问题。 中

国逐渐认识到二氧化碳和常规污染物的排放具

有同源性，认为气候变化治理有利于减少主要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实现减污降碳、改善生

态环境质量与应对气候变化协同增效。 中国

２０１５ 年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专门增加

了相关条款，为实施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

同控制和开展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工作提供法治

基础。 ２０１８ 年中国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将应对气

候变化职能划入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各省市

机构改革中生态环境厅（局）的气候变化职能也

进行了相应调整。 这体现了中国旨在“打通一

氧化碳和二氧化碳”，探讨如何协同控制传统污

染物和温室气体，在体制机制上实现了应对气

候变化与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修复等相关工作

的协同管理。④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发布的《关于统筹

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的指导意见》从战略规划、政策法规、制度体系、
试点示范、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全方位提出了

中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相

关工作统筹融合的路线图，为推动实现减污降

碳协同效应指明了方向。 该文件的发布实现了

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控制政策的落地，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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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中国政府网，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１－１０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４６６９７．ｈｔｍ。

“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０１５２６．ｈｔｍ。

习近平：“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

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求是》，２０２５ 年第 １２ 期，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ｑｓ⁃
ｔｈｅｏｒｙ．ｃｎ ／ ２０２５０６１４ ／ ｂｂ５０ｂ９４ｃ０ｅ９９４ｆ０５８９７ｄ５ａａｆ１６２ｅ８ｅｄｂ ／ ｃ．ｈｔｍｌ。

柴麒敏：“我国降碳减污要建立‘大协同’的新格局”，《世
界环境》，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第 １７－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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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控制研究方面基本

与国际同步，在某些协同控制立法和相关政策

制定方面甚至走在前列。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

一步提出，“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

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

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② 这再次表明

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基本实践路径具有统

筹、协同的创新特征，有助于共同实现全球治理

和国家治理的目标。
总之，中国内生性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

使中国既成为气候变化治理新理念的生产者和

倡导者，也是气候变化治理的实干家和行动派，
进而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并发

挥引领作用。
第二，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运用协

调方式，注重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

对话合作，重视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的协调，是
中国实现角色成长的又一重要逻辑。

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特别注重加强

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事先沟通与协调，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利益。 早在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大会前，中国邀请了 ４１ 位发展中国家的环

境部长在北京召开部长级大会，形成和发表了

反映发展中国家原则立场的《北京宣言》。③ 在

此后的联合国多边气候变化谈判中，中国与 ７７
国集团形成了一支重要的谈判力量，在谈判中

形成共同立场。 当前，随着全球南方国家成为

促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核心力量，中国进一

步加强同南方国家的互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

治理南南合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中国已与 ４２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

５３ 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开展了近

百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累计实施 ３００
多期气候变化相关领域或主题的能力建设项

目，为 １２０ 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 １ 万余人次培训

名额。④

中国不仅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密切的沟通与

合作，还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通过双边对

话，不断沟通，减少分歧，促进相互理解，这种在

自我与他者关系上不界定清晰界限的做法，是
协调路径的充分体现。 例如，中国与美国进行

了长期的互动和合作。 中美之间也发表了多份

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包括《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 年）、《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

合声明》（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６ 年）、《中美应对气候危

机联合声明》 （２０２１ 年）、《中美关于在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
（２０２１ 年）、《中美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

的阳光之乡声明》 （２０２３ 年）。 与此同时，中欧

环境与气候合作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最早纳

入双方政府合作的领域之一。 中国和欧盟自

２００５ 年形成了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此后还达成

了多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包括《中欧气候变化

联合宣言》（２００５ 年）、《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

作联合声明》（２０１０ 年）、《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２０１５ 年）、《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

源联合声明》（２０１８ 年）等。 中国与美国和欧盟

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双边气候合作对联合国多

边气候谈判进程———特别是《巴黎协定》的通过

和生效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体系的规范塑造，通过协调国际规则和国内规

则，为角色成长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解决自

身承担的多个角色之间的冲突。
前文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多边气候谈判中

始终推动《巴黎协定》坚持“共区原则”，最终达

成的协定也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

４１

①

②

③

④

生态环境部：《关于统筹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生态环境部网站，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 ／ ｘｘｇｋ２０１８ ／ ｘｘｇｋ ／ ｘｘｇｋ０３ ／ ２０２１０１ ／ ｔ２０２１０１１３＿
８１７２２１．ｈｔｍｌ。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网，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ｑｓ⁃
ｔｈｅｏｒｙ．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２２－１０ ／ ２５ ／ ｃ＿１１２９０７９９２６．ｈｔｍ。

“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中
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９９１ 年第 ２ 期，第 ８１－８４ 页。

“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在行动”，中国一带一路

网，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 日，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ｇｏｖ．ｃｎ ／ ｐ ／ ０ＣＴ６ＢＪＶＦ．ｈｔ⁃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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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巴黎协定》重申遵循“共区原则”，为中国

继续公平合理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制度

保障，有助于中国以此为法律和原则基础，从自

身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中国

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

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
与此同时，《巴黎协定》适用公平合理原则

的方式也出现重大变化。 《巴黎协定》的减缓规

则体系主要是按照“自下而上”的方式规定各缔

约方提交并履行国家自主贡献，使所有缔约方

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来决定应对

气候变化的行动和减排贡献，并通过强化履约

透明度和全球盘点来保证行动力度。 在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基础上自我区分的“自下而上”
范式，承认了缔约方个体的自主性，保障了包括

中国在内的各缔约方参与的积极性。 此外，随
着全球气候变化机制内部治理模式不断演化，
“自下而上”制定国家自主减排承诺的方式使得

国家间的责任分配更加现实、可行和灵活，提高

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有
助于中国协同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推动

国内绿色低碳转型。 总之，“中国国内加快发展

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与全球推进气候和

环境治理的进程基本上是契合的、相互促进

的”①，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对国

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的有效协调，有助于解决自

身承担的多个角色之间的冲突。

五、结　 论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治理议程中具有持久

重要性的问题。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国际社会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规模巨大的集体行动，并
且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角色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本

文提出角色成长的概念来描述这种角色变化。
研究发现，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

成长表现出以下特征：首先，中国在全球气候变

化治理中的角色行为呈现出连续性和动态性，
从一个谨慎的参与者成长为更具雄心的承诺者

和行动派；其次，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

角色成长呈现出明显的方向性，从建设者、维护

者成长为引领者；最后，中国的自我期望与国际

社会中他者的期望不断趋同，体现了中国在全

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角色成长的建设性。
毋庸置疑，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全球环境治

理，特别是气候变化领域的角色期望、中国与国

际社会的互动确实影响了中国的角色成长过

程。 但是，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角色理论所

强调的角色适应和角色学习并不能令人信服地

解释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角色成长，
至少难以解释中国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在全球气候

变化治理中快速变化的角色概念和角色行为。
为此，本文强调，中国的角色成长因循两种基本

路径和逻辑：一是角色创新，包括理念创新和实

践创新。 理念创新包括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思

想、新发展理念，在国际层次提出的全球气候变

化治理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 实践创新

则强调中国从战略性高度将气候变化问题整合

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采取了一系列的统

筹治理政策与行动。 二是角色协调，包括促进

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话和沟通，加强

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的协调，为自身的角色成

长创造有利的国际制度环境。
角色成长的概念强调国家在特定国际社会

中角色变化的连续性、方向性和建设性，而不是

某些国家表现出的摇摆性、间断性和不确定性。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通过角色成长实现的角

色变化，不太可能出现角色摇摆或者角色衰退

的情形。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既有的角色理论

采取典型的“结构—行动者”视角，强调体系因

素塑造角色，角色驱动国家行动，而角色成长概

念一方面强调国家的能动性，关注国家自主构

建角色的过程，另一方面则强调国家角色对他

者行动与体系发展的影响，关注的是一种双向

社会化的过程。 同时，中国的案例表明，在类似

５１

① 外交部第四任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的讲述。 参见

张佳：“气候谈判话中国———外交部历任气候变化谈判代表讲述

谈判历程”，《世界知识》，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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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者预期下，单个国家自我决定的因素对角

色成长起到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内生性的理念

创新和实践创新以及协调方式的运用———如果

考虑到三十多年的时间因素更是如此。
总之，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

中国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身份并没有发生变化，
但扮演的角色数量不断增加，责任感不断提升，
承诺和目标的力度不断加大，功能、贡献和影响

力不断增强， 实现了角色成长。 中国通过角色

创新和角色协调，逐渐消解和弥合国家角色的

自我预期和他者预期之间的分歧以及国家自身

承担的多种角色之间的冲突，通过科学制定和

接续实施中长期规划来统筹经济发展、环境治

理和气候变化治理，同时推动全球治理和国家

治理，在实践中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感和胜任感，
因此更快地实现了角色成长，演绎了一个全球

南方国家成为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引领者的

故事。
责任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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